
《考古發現與古代姓氏制度》、
《先秦人名的幾個問題》讀解

程　浩

　　發表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後的《考古發現與古代姓氏制度》（以下簡稱“《姓氏》”）

以及《先秦人名的幾個問題》（以下簡稱“《人名》”）， 〔１〕是李學勤先生在先秦歷史文化

研究領域的名篇。 兩文共同構成了李學勤先生對於先秦人名的系列研究，分别以

“姓”、“氏”與“名”、“字”爲側重點，探討了先秦時期的姓氏制度，並對商周時期的人名

結構進行了系統總結。 我們這則讀解，擬從兩文的寫作背景、學術價值及其後續影響

三個方面加以介紹，與讀者一起重新學習這兩篇重要的論文。

一、李學勤先生開展先秦人名

研究的學術史背景 〔２〕

　　關於姓氏人名的研究，可謂古來有之，延綿不絶。 先秦時期即已有《帝繫》與《世

本》此類記述姓氏源流的專書。 東漢的《白虎通》有《宗族篇》、《姓名篇》，《潛夫論》有

《志氏姓》，對姓氏名字的起源與制度等問題進行了理論探討。 唐有《元和姓纂》，宋有

鄭樵《通志·氏族略》，都是姓氏書的集大成之作。 清代考據之學大興，王引之《春秋

名字解詁》、俞樾《春秋名字解詁補義》與胡元玉《駁春秋名字解詁》等，在訓釋名字的

基礎上又系統總結了春秋時代命名的體例。

·１９２·

〔１〕

〔２〕

李學勤： 《考古發現與古代姓氏制度》，《考古》１９８７年第３期；李學勤： 《先秦人名的幾個問題》，《歷史研
究》１９９１年第５期。 以下稱引此二文不再出注。

雖然最早的《姓氏》一文發表尚不足三十年，但對於我們這一代學習者來説，已經算得上遥遠了。 因而
把兩文放在學術史的背景中進行考察，仍然是十分有必要的。



李學勤先生對於人名這一傳統問題進行重新研究，自然是在古人研究的基礎上

進行推進。 但從兩文的選題與材料運用等來看，仍然體現出了明顯的時代烙印。

（一）八十年代社會文化史研究熱潮的影響

熟悉當代中國史學發展歷程的都知道，上世紀八十年代，受法國年鑒學派的影

響，在中國史學届掀起了一股研究社會史與新文化史的熱潮。 史學研究對象與範式

的驟然變更，深深地影響了一代學人。 最近出版的相關著作中，就不乏對這一思潮興

起過程的回憶：

１９８６年夏，進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習。當時，危機與生機並存。史

學危機的陰霾彌漫學界，那一年，恰好也是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元年”。１９８６

年１０月召開了中國社會史研討會，次年第１期《歷史研究》集中發表了多篇

文章，呼籲開展社會史研究。社會史的蓬勃興起，可謂近三十年中國史學最

爲矚目的變化之一。〔１〕

親歷了這場變革的學者，對“社會史的蓬勃興起”以“近三十年中國史學最爲矚目”論

之，實爲切身之談。 作爲當今古史學界最富影響力的學者之一，李學勤先生也在所難

免地受到了這股思潮的影響並親身參與其中。

李先生在《姓氏》一文中强調人名結構對社會文化史研究的意義時説到：

近代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組織的學者多注意人名結構，特别是姓、氏的

變遷。

其後又引用了馬雍先生之論：

在文化史的領域内，姓氏制度的沿革應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姓

氏是標志社會結構中一種血緣關係的符號，當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革時，這

種符號的形式及其應用法則亦隨之發生變化。因此，姓氏制度的沿革也從

一個側面反映出社會性質的轉變。

從李先生在論文開篇便引用馬雍先生這段話來看，寫作《姓氏》一文的目的之一，就是

通過姓氏人名制度的研究推動當時如火如荼的社會文化史討論。

值得一提的是，馬雍先生的這番論述，出自他的《中國姓氏制度的沿革》一文。 〔２〕

此文發表在《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輯，而創刊於１９８４年的《中國文化研究集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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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旭東： 《近觀中古史·自序》第１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５年。

馬雍： 《中國姓氏制度的沿革》，《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輯，第１５８—１７８頁，復旦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是當時開展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主要陣地之一。 該刊創刊號上刊發了１９８２年末在上

海召開的“中國文化史研究學者座談會”的紀要，根據紀要報道，李學勤先生也應邀參

加了此次座談會。 〔１〕此後，李先生又在《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輯發表了《考古發

現與中國文字起源》一文， 〔２〕可見對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有着持續的關注。

（二）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影響

學者在叙述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歷程時，往往將其追溯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

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以及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傳播。 〔３〕實際上，李學勤先生對

先秦人名的研究，也深受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影響。

雖然我們今天比較熟悉的是《姓氏》與《人名》兩文，但李先生對先秦人名的思考

最早發軔於１９５７年發表的《論殷代親族制度》。 〔４〕該文雖然以卜辭中所反映的商代

親族制度爲主要討論對象，但也間或提出了對日名來源以及卜辭“婦某”稱名結構等

人名問題的看法。

李先生開篇自述這篇文章的寫作是受到了劉啓益先生《略談卜辭中武丁諸父稱

謂及殷代王位繼承法》與王玉哲先生《試論商代“兄終弟及”的繼統法與殷商前期的社

會性質》兩篇文章 〔５〕的啓發。 細審此二文，都是爲社會性質論戰所作。 尤其是《試論

商代兄終弟及的繼統法與殷商前期的社會性質》一文，可以説是王玉哲先生參與論戰

的代表作之一。

在《論殷代親族制度》的最末一段，李先生對全文的論點進行了總結：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知道商族在示壬以前曾經過普那路亞制的時代，示

壬以後雖已進入專一婚制，但在親屬稱謂上仍保留着普那路亞制的痕迹。

在本文中我們並未直接接觸殷商社會性質的問題，但本文結論似可供研究

這一問題時參考。

這段話中應該引起注意的問題有兩點： 一是此文的寫作亦是爲殷商社會性質問題的

討論服務的，二就是我們今天已經不太見到的專有名詞“普那路亞制”。

雖然對社會性質與社會史的問題保持着高度的關注，但是李學勤先生並没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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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寧、吴根梁等整理： 《中國文化史研究學者座談會紀要》，《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輯，第１頁，復旦大
學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李學勤： 《考古發現與中國文字起源》，《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輯，第１４６—１５７頁。

參見常建華： 《中國社會史研究十年》，《歷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李學勤： 《論殷代親族制度》，《文史哲》１９５７年第１１期。

劉啓益： 《略談卜辭中武丁諸父稱謂及殷代王位繼承法》，《歷史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４期；王玉哲： 《試論商
代“兄終弟及”的繼統法與殷商前期的社會性質》，《南開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１９５６年第１期。



接參與到論戰中去。 對於此事的原由，李先生曾有過一段自述：

１９６０年前後，我對這個問題下過功夫，當時作的筆記有這麽厚，但是“文

革”時都散失了。如果這些筆記還在的話，我可以寫很多東西。還有一個原

因使我没能把這些東西保存下來，因爲那時寫字用圓珠筆，没有想到寫的字

後來全化了，漫漶難於辨認。因爲今天我的工作主要是考古方面、古文字方

面，所以對這個問題就研究得少了。〔１〕

李先生的筆記我們已無從得見，然而發表於“１９６０年前後”的《論殷代親族制度》一文，

還是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李先生對這一問題的思考。

研究民族學、人類學的學者想必會比較熟悉，“普那路亞制”是由美國人類學家摩

爾根提出並命名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對摩爾根的學説

以及“普那路亞制”專門進行了剖析與述評。 〔２〕恩格斯對家庭、私有制以及國家起源

的研究，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關於中

國社會性質的討論，主要的理論依據便是該書。

李先生在後來的訪談與所作的序跋中，就經常提到此書：

恩格斯的經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初版於１８８４年，到現

在已過一百年。我國學者介紹和學習這部名著，遵循這部著作指出的方向

而重新觀察探索中國的古代，也已經走過五十多年的歷程。恩格斯關於家

庭史的論斷，大家都是耳熟能詳的。〔３〕

李先生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推崇與熟悉，大概受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

學家侯外廬先生的影響比較多。 １９５４年，李學勤先生由考古所調任歷史所擔任侯外

廬先生的助手，開始從事思想史的研究。 李先生在一次訪談中提到：

我這個人很重視理論，至少從思想上是很重視理論的，這一點和侯先生

的要求是分不開的。

……

侯先生對我們非常關心，從理論方法上給了很大的幫助。那時候《馬克

思恩格斯全集》剛開始出版，每出一本，他就指導我們念一本，出一卷就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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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鄒兆辰訪談： 《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多學科多領域探索———訪李學勤教授》，《歷史教學問題》２００７年第

４期。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１—１７９頁，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

見謝維揚： 《周代家庭形態》第１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卷，比如《黑格爾法律哲學批評》、《德意志意識形態》都讀了，還有列寧的《哲

學筆記》，我們都讀了多遍，至今都熟得很。我們不但讀中譯本，有時還要讀

原文。爲了讀原文，我還自個學德文，學得不够好，還可以有點用。〔１〕

青年時期的耳濡目染，使得李先生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遵循貫穿了他的整個學

術生涯。 在２００５年出版的《李學勤文集》自序中，李先生説道：

最後我還想説一下，我個人學習的，雖然主要是這些“實”的學科，但我

並不認爲這些對於先秦歷史文化研究已經够了。想真正揭示歷史文化的

真，除了“實”的研究，還必須有“虚”的指引，這便是理論。回顧上個世紀，先

秦一段歷史研究之所以變革發展，最重要有兩方面的影響，一個是現代考古

學的建立，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才使研究具有現代的特色。相信

在世紀中，理論的不斷創新將對先秦歷史文化的研究起重大的促進

作用。〔２〕

如果李先生的文章讀得足够多的話，一定會有這樣的體會： 雖然李先生在文章中

絶少開展理論探討，但幾乎每一篇文章都因理論而作，爲理論而作。 因理論而作，是

説廣闊的理論眼界對具體研究進行指導，此是研究的出發點。 爲理論而作，是説具體

的實證研究服務理論建設，此是研究的落脚點。

（三）古文字材料的推動

李學勤先生的先秦姓氏人名系列研究，其動因雖然是服務社會性質討論與社會

文化史潮流，但客觀推動此項研究的還是不斷涌現的古文字材料。

正如李先生在前引“自序”中所説，現代考古學的建立是先秦史研究得以變革發

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考古工作中層出不窮的甲骨、金文、簡帛等古文字材料，包含

了大量的新見人名，爲先秦姓氏人名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

首倡二重證據法的王國維先生，在其《殷周制度論》中就提出了上古女子不稱姓

等觀點。 他的另外一篇專論《女字説》，又對周代女子的稱名特點進行了總結。 其在

文中每每稱“據殷人文字”、“傳世商人彝器”， 〔３〕又明言“余讀彝器文字，而得周之女

字十有七焉”， 〔４〕可見王氏對商周女性人名的考察，離不開十九世紀末以來大量發現

的甲骨卜辭與商周彝器的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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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發現與古代姓氏制度》、《先秦人名的幾個問題》讀解

〔１〕

〔２〕

〔３〕

〔４〕

康香閣訪談： 《再訪李學勤先生———治學經歷（１９５５—１９７６）》，《邯鄲學院學報》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李學勤： 《李學勤文集·自序》，上海辭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王國維： 《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第２９９—３００頁，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王國維： 《女字説》，《觀堂集林》第９７頁。



作爲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踐行者之一，李學勤先生對先秦姓氏人名的研究也

尤其關注對新材料的研治。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由於參加《殷墟文字綴合》的編著，

李先生進入考古所進行甲骨文的整理工作。 李先生早年的代表作《殷代地理簡論》、

《評陳夢家〈殷虚卜辭綜述〉》以及《帝乙時代的非王卜辭》等，都是在這一時期産出的。

可以看出，李先生在五十年代的學術興趣與工作重心主要在甲骨文方面。 也正因如

此，發表於１９５７年的《論殷代親族制度》討論商人的“日名”與“婦某”等問題，主要取

用的就是卜辭中的人名材料。

到了《姓氏》與《人名》兩文寫作的時代，情况則稍有轉變。 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以來考古工作的蓬勃發展，各地陸續發現了大批珍貴的青銅器，如１９６０年的齊

家村、１９７４年的强家村、１９７６年的安陽小屯五號墓以及１９７８年的隨縣擂鼓墩一號墓

等，都是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絶佳材料。 李先生在《文物》１９７９年第１０期發表的《新

中國的青銅器研究》一文中指出：“經過三十年的發展，青銅器研究已經步入新的階

段。” 〔１〕正是在這一時期，李先生的學術興趣開始偏向商周青銅器的研究。

收録了李學勤先生七十至八十年代青銅器研究成果的《新出青銅器研究》一書的

後記中，有李先生的一段自述：

１９６６年以前，我很少寫專論青銅器的文章，近年才把注意力轉移

過來。〔２〕

九十年代前後發表的《姓氏》與《人名》兩文，就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李先生的這次轉

變。 如《姓氏》一文在研究“氏”時，就專門討論了族氏銘文以及金文中帶有“亞”字的

氏。 而《人名》一文在第一節討論周代人名以及第四節專論女性人名時，大多采用的

是金文的材料。 李先生還專門對此作了一番解釋：“文獻中女名較少見，形式的變化

也不很多，而金文的女名則較多，足以補充文獻的缺漏。”可見《姓氏》與《人名》兩文的

産生，與新材料的推動以及李先生學術興趣的拓展都是密不可分的。

（四）釋讀古文字材料的客觀需要

李先生對先秦人名開展專門研究，除了新材料的推動外，反過來亦是爲了迎合古

文字材料中人名釋讀的客觀需要。

李先生在爲吴鎮烽先生《金文人名彙編》一書作序時，就表達了人名研究服務出

土材料釋讀的觀點，他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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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李學勤： 《新中國的青銅器研究》，《文物》１９７９年第１０期。

該書於１９９０年由文物出版社刊行，近期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增訂再版。 這段後記見李學勤： 《新出青銅
器研究》第３７２頁，人民美術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吴鎮烽先生《金文人名彙編》的初版，是一九八七年經中華書局印行

的。書中彙集先秦青銅器銘文所見人名五千二百二十八條，依詞頭筆畫編

排，分别予以説明介紹，是一部極爲便利的工具書。因此，在問世之後，已

成爲關注青銅器和金文的人們案頭必備，在推動學科進展上起了很大的

作用。〔１〕

在李先生自己的研究中，這種傾向集中表現在《人名》一文，其開卷即云：

先秦時期的人名，和秦漢以下的結構不同，閲讀古書，或者研究甲骨文、

金文等，每每由於不了解這一點而造成困難和誤解。

可見李先生之所以寫作此文，即是希望通過這項研究儘量消弭閲讀古書以及甲骨文、

金文時的困難和誤解。 其後，在討論“氏加排行”的稱名方式時，李先生又進行了具體

論説：

以上形式在金文裏都很常見，不必舉例。但有時氏與排行難於分辨，如

虢季子白是虢季氏，而不是虢氏行季；再如金文中常見有“某伯”，伯每每是

排行，不是爵稱。不分辨這些，結果就多出許多國名。

李先生此論一定是有感而發，因爲“某伯”究竟是“某國國君”還是“某氏行伯”確實難

以判斷，直至今日往往還會搞錯。 比如近年發掘的翼城大河口墓地雖然出土有“霸

伯”的銅器，但這個“霸”就並不一定是封國。

在文章的最末，李先生對全文進行了總結：

掌握如上各點，對於先秦人名不難作出分析。不管是古書或是古文字

材料，人名每甚複雜……這類情况，看來眼花繚亂，經分析後就可清楚，不出

前述條例之外。甲骨文、金文有關人名的一些疑難，亦可循此類推。

可見李先生在《人名》一文中總結先秦人名條例，目的還是在於“循此類推”，解决甲骨

文、金文有關人名的一些疑難。

二、《姓氏》與《人名》的學術貢獻和影響

但凡對李先生的治學特點有所瞭解的都知道，李先生的研究雖然很少有鴻篇巨

·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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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見吴鎮烽： 《金文人名彙編》第１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６年。



製，論證方面也不刻意追求全面翔實，但其觀點與提出的問題往往是極具啓發性

的。 〔１〕 《姓氏》與《人名》兩文自然也不會例外。 如果將兩文的各個章節剖開精讀，讀

者一定會有這樣的感受。

（一）《姓氏》一文的貢獻與影響

《姓氏》一文的第一節討論的是姓氏制度的原則與姓氏來源問題。 如此恢宏的命

題自然不是數百字可以説得清的，李先生的處理方式是僅擇取《左傳》、《國語》的幾段

重要記載，輔之略加論説。 李先生通過對古書記載的分析，提出了“姓氏的取得必須

通過命賜的手續”，“在古代社會中並不是人人都有姓氏”，以及“姓是世代不變的”，

“氏則不同，往往改變”等關乎姓氏制度原則的論點。 不久後，葛志毅先生撰寫了《先

秦賜姓氏制度考原》一文對這些問題詳加論證， 〔２〕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

文章第二節專論“姓”，主要論點便是先秦時期姓的數量是有限的。 在論證方面，

李先生着重檢討了所謂“婦某”的問題。 關於這個稱謂的理解，在學界有着廣泛的討

論，而李先生本身的觀點也是在不斷發展的。

我們在前文已經介紹過，王國維先生在《殷周制度論》中提出了上古女子不以姓

稱，女子稱姓由周人始的觀點。 〔３〕後來胡厚宣先生反對其説，認爲卜辭中常見的“婦

某”之“某”就是女姓。 〔４〕陳夢家先生在《殷虚卜辭綜述》中，則將“婦”後之字解釋爲

私名。 〔５〕李先生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最早見於他的《論殷代親族制度》：

我們則仍主張是女氏……卜辭中的“婦某”和《左傳》的“婦姜”同例，第

二字是她的族氏（女姓）。〔６〕

李先生將“某”理解爲族氏，獲得了學界的廣泛認可。 在１９７７年召開的“安陽殷墟五

號墓”座談會上，裘錫圭先生就明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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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中西學術名篇精讀·裘錫圭卷》（中西書局，２０１５年）所收裘錫圭先生的代表作《論“歷組卜辭”的時代》

一文，開篇便稱引了李學勤先生的《論“婦好”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並説：“我們想順着李文的思路作
一些補充的論證。”（第４頁）黄天樹先生爲此文作的導讀中，在表彰裘先生貢獻的同時，也注意到了李
先生文章的特點，他説：“李先生歷組卜辭早期説的觀點最初之所以没有被更多人接受，主要是他没有
對自己的説法作充分的論證。 裘先生順着李文的思路，對歷組卜辭早期説從卜辭内容等方面作了全面
而翔實的論證，才使歷組卜辭早期説的新觀點很快爲多數的學者所接受。”（第８８頁）兩位先生協力確
定歷組卜辭早期説，在學界早已傳爲佳話。 而李先生學術觀點的富於啓發性，其例不勝枚舉。

葛志毅： 《先秦賜姓氏制度考原》，《社會科學戰綫》１９９２年第３期。

王國維： 《殷周制度論》第２９９—３００頁。

胡厚宣： 《殷代婚姻宗法生育制度考》，《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第１２頁，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１９４４年。

陳夢家： 《殷虚卜辭綜述》第４９１—４９２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

李學勤： 《論殷代親族制度》，《文史哲》１９５７年第１１期。



我傾向李説。不管怎樣，婦好的“好”總應該是一個族的姓氏而不是

私名。〔１〕

然而正是婦好墓的發掘，促使李先生改變了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在《姓氏》一文中，李

先生檢討了過去認爲 “婦某”下一字是族姓的觀點，提出了此説有三點不易解釋的

地方：

第一，如果下一字是姓，卜辭有婦名近百，應當不少是相互重複的，實則

很難舉出。

第二，如果是姓，至少一部分應當和文獻所見女姓相合。古書裏的夏商

女子，如妺喜、妲己，均屬常見之姓。實則“婦某”下一字很少能比附文獻女

姓，只有“婦好”，但“子”又是商姓，違反了同姓不婚的原則。

第三，如果是姓，而且各王世都有，應當在各時期卜辭中反復出現，實則

除目前有爭論的歷組卜辭的婦好、婦妌、婦女、婦鼠分見於武丁時1、賓兩組

卜辭外，罕見其例。（我們認爲歷組是可以早到武丁時的。）

可以看出，李先生對這一問題的重新思考與婦好墓發掘後他對歷組卜辭的斷代是密

不可分的。

李先生觀點的改變受到婦好墓發掘的影響，還可以從他對妣名問題的論述中尋

得端倪。 《姓氏》認爲妣名所繫的字，相當於“婦某”的下一字，並提出了一個“明顯的

證據”：

殷墟婦好墓發現後，有些學者認識到著名的后母戊大方鼎時代應予提

前，並推想后母戊即武丁時的婦妌。不久，果然在《小屯南地甲骨》中找到

“妣戊妌”之名……“妣戊妌”即“婦妌”。

李先生根據婦好墓提供的新認識，修正了過去將“婦某”的下一字理解爲族氏的觀點，

充分體現了他“取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 〔２〕的治學特點。

在討論完“姓”的數量後，《姓氏》又在第三節中專門研究了“氏”的問題。 與傳統

研究注重辨析氏的分類與得氏原則不同，這一節依舊着眼於將氏的問題與考古發現

結合起來。 首先是卜辭中的貞人名是不是方國名、氏族名的問題，因爲這涉及其究竟

是名還是氏。 李先生引用了大量的甲骨文材料，並輔以金文相參證，對這一問題作了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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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見《安陽殷墟五號墓座談紀要》，《考古》１９７７年第５期。

江林昌： 《取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李學勤先生與古文字、文獻學、文明史研究》，《民族藝術》２０１４
年第５期。



充分的論證。

接下來，該節又討論了商周青銅器中常見的所謂族氏銘文。 其實在李先生寫作

《姓氏》一文之前，學界對這類圖像化的金文已經有了較多的研究。 早在１９３０年，郭

沫若先生在《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中，就認爲此類銘文是族徽， 〔１〕將其與族氏聯

繫起來。 林澐先生在１９７９年發表的《對早期銅器銘文的幾點看法》一文中，又進一步

指出：“‘族徽’不是由‘姓’構成的，而是表示氏（族）名的。” 〔２〕

李先生論證青銅器上的圖像化銘文是氏，最大的特點是將銘文内容與出土地結

合起來，這無疑大大增加了其結論的可信性。 《姓氏》一共舉了三則族氏銘文可與出

土地或群組相聯繫的例子： 一是１９８３年山東壽光出土的商末青銅器銘作“己”或“己

並”，而壽光在西周時就屬“紀”國；二是八十年代末河南羅山出土的商末青銅器銘作

“息”，而羅山一代在西周時就與“息”國相鄰；三是１９７６年陝西扶風莊白出土的微氏

家族器，前幾世銘末爲“木羊”，後來改成“微”，説明經歷了改氏。 相信有了這樣的例

證後，會比純粹的理論推導更容易令人信服。 而這種多學科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則是

李先生多年來所一直倡導的。 〔３〕

《姓氏》第四節的討論其實仍然與族氏銘文有關，就是所謂的 “亞”字的問題。

就像李先生所説，“亞”的意義久已成爲爭論的難題， 〔４〕李先生在本文中也並没有

嘗試一舉解决這個問題，僅是依據新出的材料提出了幾點解釋。 但僅僅這幾點解

釋，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相關問題的學者注意的。 比如李先生明確指出“亞”是文字，

不是裝飾或符號，如此便可規避前人研究中的許多糾葛。 又如認爲金文中的 “亞

某”大多爲氏，且是用先人名或字爲氏的結果，而“亞”本身則是一種職官。 這種“職

官＋名”演進爲氏的解釋方式，無疑是十分巧妙的，之後的研究者很多都接受了這

種説法。

（二）《人名》一文的貢獻與影響

由於旨在闡明先秦時期的人名結構，《人名》一文采用的是條列加舉例的説明方

式，對具體問題則很少有大段論述。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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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見郭沫若： 《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四卷，第１３—２２頁，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見林澐： 《林澐學術文集》第６０—６８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李學勤先生在１９８９年出版的《李學勤集》的自序中説：“研究古代文明的這一段，最好采取多學科結合
和比較研究的方法。 所謂多學科結合，是指歷史學、文獻學（包括傳統的經學）、考古學、古文字學、美術
史……諸方面研究的融會貫通，尤其要注意文獻與考古的互相印證；所謂比較研究，是指以我國與世界
各個古代文明對比參照，把中國古代文明放在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的背景中去考察。”見《李學勤集》第２
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相關論爭可參看何景成： 《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第一章第二節，齊魯書社２００９年。



《人名》第一節討論的是周代男性人名。 在這一節中，李先生列舉了周人稱名的

以下幾種形式（不含少見的特例）：

１．稱名而不稱字

２．名和字連稱

３．氏加名或字

４．氏加排行

５．氏加爵稱

６．氏加爵稱加名或字

７．職官加名或字

８．職官加氏加名或字

９．職官加氏加爵稱

１０．職官加氏加爵稱再加名

１１．氏加謚加爵稱

１２．謚加排行

１３．名加美稱

１４．美稱加字（或字加美稱）

１５．謚加美稱

由於古書與金文材料中有着大量的周代男性人名，從而使這種“歸納法”的運用

有了必要的條件。 仔細尋味這十四種情况的編排，可以發現李先生對材料的取捨以

及條目的序次也是有規律可循的。 如果我們把人名成分按照從常見到稀有排列爲：

名或字（包括排行）、氏、爵稱、職官、謚號、美稱，就會發現李先生對這十四種複合稱名

方式的先後順序亦是按照從一般到特殊、從簡單到複雜進行編排的。

《人名》第二節討論的是商代人名，尤其是與周代人名有所不同的兩種特殊

情况： 　　
首先是甲骨文與商代金文中的人名都比較簡單，也没有排行與某父等“字”的要

素。 李先生認爲這與甲骨、金文字少辭簡以及對神及祖先而言有關，是很有啓發性的

意見。

再者是商人用“日名”的問題，李先生作了較爲詳細的論述。 其實早在１９５７年

的《論殷代親族制度》中，就專辟了“日名的意義”一節，提出日名是卜選得來的看

法。 〔１〕李先生這個説法有甲骨文中爲先王卜日名的實證，自然是勝過其他幾種推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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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李學勤： 《論殷代親族制度》，《文史哲》１９５７年第１１期。



論得來的觀點。 〔１〕在《人名》一文中，李先生還進一步論證了“日名類似於謚法”的看

法，並認爲日名和謚法一樣，每每可以和爵稱或親稱相結合。 需要説明的是，由於時

代所限，《人名》在此處舉的例子並不是十分恰當：

詢簋銘末有“文祖乙伯同姬”，宋代著録的師詢簋則稱“烈祖乙伯同益

（謚）姬”。至於詢的父親師酉所作簋銘，又稱“文考乙伯宫姬”。推測乙伯

之妻謚“宫”（字暫依唐蘭先生釋），與乙伯謚法相同，故稱“同謚”或“同”。

由此可見，乙伯有日名“乙”，又有謚法，這大概是日名趨於消滅時的過渡

形態。

這裏所謂“同益姬”的“同”字，按照今天的文字學知識或應釋爲“凡氏”的“凡”。 如此

一來，“益”也就不能讀爲“謚”，而是應該與詢簋中的佑者“益公”有關。 因此，僅根據

這條材料，似乎還不能論斷乙伯既有日名又有謚法。 至於作器的師詢和師酉，過去都

認爲師酉是師詢的父親。 後來李先生由於主持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緣故對這組器進行

了重新檢討，指出酉應爲詢的後裔。 〔２〕但是由於《人名》的寫作時間較早，采納的仍

是傳統觀點，這點是讀者需要注意的。

李先生對日名的討論雖然篇幅加起來也不會超過千字， 〔３〕但影響却頗爲深遠。

爲青銅器研究者所熟悉的張懋鎔先生，是李先生早年的親炙弟子，其代表作《周人不

用日名説》， 〔４〕或許就是在李先生日名研究的影響下發展而來的。

在分别歸納了周代與商代男子的人名結構後，《人名》的第四節又專門對先秦時

期的女性人名進行了討論。 由於女性出嫁後既有母氏又有夫氏，因而稱名的方式比

男子更爲複雜：

１．氏加姓： 母氏加姓；夫氏加姓

２．氏加排行加姓： 母氏加排行加姓；夫氏加排行加姓

３．母氏加夫氏加姓

４．氏加排行加姓加名或字： 母氏加排行加姓加名或字；夫氏加排行加姓加名或字

５．排行加姓

６．排行加姓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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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除李先生的卜選説外，關於日名的看法至少還有六七種，參見張富祥： 《商王名號與上古日名制研究》，
《歷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李學勤： 《西周青銅器研究的堅實基礎———讀〈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文物》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李先生一貫主張考證文章要儘量寫得短一些，最近在給“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十一届年會”的致辭
中，又再次强調了這一點。

張懋鎔： 《周人不用日名説》，《歷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５期。



７．姓加名

８．名或字加姓

９．姓加“氏”字

１０．加區别字

１１．加美稱

１２．加身份

１３．親稱加姓

１４．謚加姓

１５．謚加排行加姓

１６．母氏加謚加姓

１７．用日名

以上十七種女姓人名的稱名形式，基本涵蓋了目前可以見到的所有先秦時期女

性人名材料。 吴鎮烽先生《金文人名彙編》所附的《金文人名研究》，則羅列了二十種

金文女子名的具體組合方式， 〔１〕在歸類方面與《人名》不同，關心這一問題的讀者可

以將兩者合而觀之。

三、先秦人名研究的現狀與未來

過去我們在贊譽一項出色的工作時，總是稱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然而好的

研究成果，其後續影響一定是引領一個學科，而非終結一個學科。 《姓氏》與《人名》發

表了已將近三十年，此間有許多學者在李先生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對這一問題進行了

更進一步的推進。

姓氏制度方面，《姓氏》一文問世不久後，就有雁俠先生研究這一問題的專書《中

國早期姓氏制度研究》 〔２〕出版。 世紀之末，南開大學的陳絜先生又以《商周姓氏制度

研究》爲題撰寫了博士論文，在論文答辯時還特别邀請了李學勤先生擔任委員。 〔３〕

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論文、專著問世，在此不能一一贅舉。 〔４〕

人名研究方面的推進也有很多。 如趙鵬先生梳理了甲骨文中的人名，並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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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鎮烽： 《金文人名彙編》第４６０—４６５頁。

雁俠： 《中國早期姓氏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見陳絜： 《商周姓氏制度研究》第４９０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７年。

相關研究成果可參侯勇： 《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歷史回顧與展望》，《東南文化》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了其對卜辭斷代的意義。 〔１〕王志平先生在李先生的指導下撰寫的博士論文《〈左傳〉

人名與金文人名比較研究》，則對古書與金文中人名的異同進行了比較。 〔２〕前些年

吴鎮烽先生又對其《金文人名彙編》進行了修訂與擴充，使所收的金文人名材料達到

了七千多條。 吴振武、劉釗、趙平安等先生集中討論了戰國秦漢璽印中的姓氏人名，

亦多有創獲。 〔３〕然而真正在人名研究方面有取得較大突破的，是戰國竹簡大量發現

以後的事。

在李先生寫作《姓氏》與《人名》的時代，戰國竹簡的材料還不多，零星的發現中

也較少有人名出現。 上世紀末以來，隨着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等古書類的竹簡

相繼現世，此中所記載的大量人名受到了學界的高度關注。 〔４〕比如董珊先生對新

蔡簡“顓頊”的考釋， 〔５〕以及李家浩先生“‘鬻熊’、‘穴熊’是同一個人”的卓見， 〔６〕

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詳的。 近年的一些學位論文與專著也不乏專以竹簡中的人名

爲題者，如白顯鳳先生《楚簡人名異寫研究》、 〔７〕陳美蘭先生《戰國竹簡東周人名用

字現象研究——— 以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爲範圍》 〔８〕以及羅小華先生 《清華簡

（壹—叁）所見人物名號相關問題研究》 〔９〕等。 如果非要指出當前根據戰國竹簡

所作的人名研究之不足，那可能就是學界的關注點基本上都在於人名的異寫和用

字方面，像《人名》那樣的系統總結不够多。 這當然也與戰國簡的材料性質有關。

諸如清華簡中的經史類文獻，其中出現的人物多爲古書備載，新見的人名自然就

不多了。

最後，還想再説兩句題外話。 過去我們對於先秦姓氏人名的認識，往往只關注王

公貴族，而忽略了下層民衆。 實際上，廣大的基層社會才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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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７〕

〔８〕

〔９〕

趙鵬： 《殷墟甲骨文人名與斷代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２００７年。

王志平： 《〈左傳〉人名與金文人名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１９９７年。

相關成果有吴振武： 《古璽姓氏考（複姓十五篇）》，《出土文獻研究》第三輯，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劉釗：
《古文字中的人名資料》，《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１９９９年第１期；趙平安： 《秦西漢印章研究》，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相關研究成果的綜述可參看劉傑： 《戰國文字姓氏研究概述》，《古文字論壇》第二輯，中西書局

２０１６年。

董珊： 《新蔡楚簡所見的“顓頊”和“雎漳”》，簡帛研究網，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７日。

李家浩： 《楚簡所記楚人祖先 “: （鬻）熊”與 “穴熊”爲一人説———兼説上古音幽部與微、文二部音
轉》，《文史》２０１０年第三輯。

白顯鳳： 《楚簡人名異寫研究》，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２０１２年。

陳美蘭： 《戰國竹簡東周人名用字現象研究——— 以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爲範圍》，藝文印書館

２０１４年。

羅小華 ： 《清華簡（壹—叁）所見人物名號相關問題研究》，清華大學博士後研究報告 ，２０１５年 。



象。 像包山二號楚墓的文書簡中就有大量的基層官吏與一般庶民的人名，其中的一

些稱名方式和取名意義與貴族顯然不同。 相信隨着今後更大批量戰國文書簡的出

土，會有更多的人名材料被揭示出來。 依循《姓氏》與《人名》的研究方法對這些材料

進行分析與總結，或許是我們這代學人可以做的一項工作。

（程浩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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